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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一２００７年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范科红１，２，李阳兵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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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重庆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利用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７年３期的遥感影像和地形图，运用人机交互目视解

译方法以及ＧＩＳ的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功能，获得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

度和综合程度变化指数等专题图、数据，并结合社会经济及人口数据，对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的驱动力进

行了分析。结果显示：（１）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间研究区建设用地面积迅速扩大，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林地和灌丛面积有所

增加，水体的变化比例一直很小；（２）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主要是耕地与建设用地和林地之间的相互转移；（３）１９８６—

２００７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强度较大，其中以灌丛和建筑用地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增幅最为显著，此外，研究

区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间的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呈显著增长；（４）主城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

展，同时还受到地形、交通、政府政策、城市规划及人们环保意识提高的影响。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

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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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ＵＣＣ变化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主题
之一［１－４］，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５－８］。遥感
和ＧＩＳ技术为快速、准确、动态监测土地资源的变化
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已成为 ＬＵＣＣ研究的重要方
法［３］，有关的研究和报道已经很多。王思远、刘纪远
等在遥感与ＧＩＳ支持下，对中国近５ａ来土地利用的
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定量研究［９］；高志强、刘纪远等
采用ＧＩＳ工具和数学模型方法，对中国土地利用的现
状进行了分析［１０］。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利用的数
量与格局的时空分析以及主要领域方法论的探讨，对
引起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研究较薄弱。而利用
遥感与ＧＩＳ技术，揭示其空间变化规律与驱动机制，已
经成为当前开展ＬＵＣＣ研究的最新趋势［１１－１３］。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广泛

深入，城市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导致
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土地利用格局［１４］，从而直接或间
接地改变着景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区域生物
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１５］。因
此，本文以重庆主城区为研究单元，基于ＧＩＳ的空间
分析和数理统计功能，探讨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
要类型、方向和强度特点以及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对
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因子进行深入分析，有
利于了解人类活动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干扰程度

及土地利用类型的相互转换，对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及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重庆主城区位于东经１０６°２２′—１０６°３７′，北纬

２９°２６′—２９°３７′，范围包括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

９个区，土地总面积５４８　８８４．３ｈｍ２，２００７年总人口约
为６５９．０９万人。研究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多年平均气温１６～１８℃，年均降水量约１　１００
ｍｍ。地貌属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区的低山丘陵
地区（即川东平行岭谷区），条带状的山脉南北向纵列
其间。主要干流为长江、嘉陵江，受自然条件和资源
环境影响，城市布局以组团式结构座落在长江和嘉陵
江汇合地带及两岸丘陵化的河流Ⅰ—Ⅵ级阶地上。
区内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经济活动频繁，是重庆市
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庆市政治、文化、经济
的中心地区。

２　研究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应用的基础数据包括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０年

ＴＭ影像和２００７年中巴影像，研究区域１∶５万地形
图；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市统计年鉴。数据
处理平台包括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０，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　８．５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３．３软件。利用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　８．５影
像处理软件进行影像处理，由于选用遥感影像均已经
过几何校正且位置相对准确，误差在一个像元之内，故
无需几何精校正。在ＥＲＤＡＳ软件中用最大似然法分
别对三幅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分别获取这三个时段的
土地利用信息，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全国土
地分类标准（试行）（国土资源部地籍司，２００１）》，最终
将研究区划分为林地、灌丛、水体、建设用地、水田、旱
地共６个一级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主城区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３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转移矩阵是国内外
通用的一种揭示土地利用／覆被类型间变化方向的方
法，能够全面而具体地反映变化的结构特征和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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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转移的方向，在土地利用变化分析中，运用Ａｒｃ－
ＧＩＳ对３期土地利用数据图进行统计和叠加分析，建
立重庆市主城区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土地利用变化图形数
据库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２．２．２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动态度：

王思远［１６］、刘纪远［１７］等提出了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类
型变化剧烈程度的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公式表达
为：

Ｋ＝（Ｕｂ－Ｕａ）／Ｕａ×（１／Ｔ）×１００％ （１）

式中：Ｕａ，Ｕｂ———研究期初、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
用类型的数量；Ｔ———研究时段长；Ｋ———研究时段内
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当设Ｔ 为年时，Ｋ 就
是该研究区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

土地利用程度及其变化：可定量地表达该地区土
地利用的综合水平和变化趋势。根据庄大方、刘纪远
的计算方法［１８］：

Ｌ＝１００×∑
ｎ

ｉ＝１
Ａ×Ｃｉ　Ｌ∈［１００，４００］ （２）

Ｒ＝（Ｌｂ－Ｌａ）／Ｌａ （３）

式中：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Ｒ———土地利用
程度变化；Ａ———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Ｃｉ———第ｉ
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未利用土地分级
指数为１，林地、草地、水域分级指数为２，农业用地
（耕地、水田）分级指数为３，建设用地分级指数为４；

Ｌｂ，Ｌａ———研究期末和研究期初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
指数，若Ｒ＞０，表明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否则处
于衰退期［１９］。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３．１．１　总体特征　各时期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表明
（图１），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和分
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空间差异性。１９８６年研究区
各土地类型分布受地形限制作用明显，其中分布最广
的是耕地，约占全区总面积的６５％，主要分布于沿河
谷地的两侧及平坝槽谷区；其次是林地，主要因地形
沿着研究区六大山脉呈条带状分布，同时丘陵谷地区
及主城区各大公园如歌乐山森林公园等也有零星分

布；灌丛主要分布在各大林地条带边缘地区，槽谷平
坝地区也有零散分布；建设用地呈现鲜明的组团式结
构分布，主要集中于研究区西南部，分布在长江和嘉
陵江两江交汇形成的“半岛”地形周边地区。１９９７年
重庆直辖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网络的
建设与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建设用地沿交通网络扩张

的强度加大，并有向西向北扩张的趋势。而与此同
时，耕地面积减少了２７．５％，这反映了传统农业景观
向现代城镇景观转变的特征。

３．１．２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分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研究区各类土地的空间动态转移情
况分别见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研究区耕地、林地为
基质景观，这三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与其它三种土地
类型相比都占绝对优势，而它们各自的面积则有增有
减。（１）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年减少率为１．２％，其主
要向建设用地和林地转化，特别是向城镇居民点、工
矿用地和交通用地转化，说明研究区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
期间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土地利用强度迅速加大。

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扩张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２）林地面积经历了先减后增的过程。第一时段，林
地转入面积少于转出面积；而第二时段，林地转入面
积大于转出面积。总体上，林地面积由１１０　２３０ｈｍ２

增加至１２０　９２２ｈｍ２。增加的林地主要源自耕地，也
有少量建设用地和灌丛的转入。这主要得益于近年
来“森林重庆”项目的启动实施，研究区植树造林成效
十分明显。

建设用地、灌丛和水域是在总面积中所占比例较
小的三种土地利用类型。（１）建设用地始终处于快速
增长阶段。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城区居民点不断
扩建，基础设施和交通用地日趋完善，各种开发区、工
业区、大学城和大广场的兴起，导致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
间，研究区建设用地增加了３６　１５４ｈｍ２，总增长率为

２０８％。从土地转移类型来看，耕地是其主要的转入
对象，说明城市的扩张是以牺牲农业用地为代价的。
（２）灌丛面积有所增长，其中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便是
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灌丛也有部分转向林地，

其次为建设用地和水体。（３）水体由１６　４０４．９８ｈｍ２

增加到１７　２４０．６４ｈｍ２，三峡工程的兴建，各种水库、

坑塘等蓄水设施的兴建是水体面积增加的原因。

综上所述，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演
变中，耕地和林地年变化速度较快，建设用地年变化
速度最快，灌丛和水域年变化速度相对居中。由于研
究区是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城区，人类活动影响显
著，主要的土地转移类型是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之
间的转换，而转化量占绝对优势的是耕地向建设用地
的转移。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的转移矩阵中，除了旱地的
转入量之外，其它土地类型的转入和转出量都存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时段大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时段的特征，

说明后一时段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强度大于前一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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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ｈｍ２

土地利用

类型

２０００年
林地 灌丛 水体 建设用地 水田 旱地 合计

１９８６年

林 地 ９７５３２．６８　 ２５８６．３３　 ４７６．０６　 １７０６．７１　 ２３１．０２　 ７６８４．６４　 １１０２１７．４０
灌 丛 ７０．８２　 ５４３１．１９　 ３４．４４　 ６７．３６　 ０．００　 ３７０．２３　 ５９７４．０５
水 体 ７６．６５　 ３７５．２７　 １４０１０．７８　 ３９０．９３　 ４７４．７５　 １０７６．５９　 １６４０４．９８
建设用地 １３８１．４３　 ３１．６１　 ２５８．８０　 １７１１６．４２　 ７８．３７　 ６２９．２２　 １９４９５．８５
水 田 １２０２．８０　 １６７．２３　 ８４３．４１　 ３９９８．３０　 １４４６１５．６９　 ５５３．７４　 １５１３７９．２０
旱 地 ３５３７．６３　 ４８１．１８　 １６１７．２１　 ７９５４．４４　 ５３０．８５　 ２３１２８９．２１　 ２４５４１０．５０

合 计 １０３８０２．２０　 ９０７１．１９　 １７２４０．６４　 ３１２８７．５１　 １４５９５３．２０　 ２４１５２９．６０　 ５４８８８４．３０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 ｈｍ２

土地利用

类型

２００７年
林地 灌丛 水体 建设用地 水田 旱地 合计

２０００年

林 地 ６９０９８．０５　 ２３４１５．７５　 ４５３．４３　 ７８４９．２７　 ５５６．８６　 ２４２８．８６　 １０３８０２．２０
灌 丛 ３３９６．１７　 ４０３２．２４　 ２７７．８７　 ７８９．０３　 １４３．８１　 ４３２．０７　 ９０７１．１９
水 体 ３７１．７２　 ８７９．０５　 １３６７３．０９　 １０２０．８４　 ５２５．１６　 ７７０．７８　 １７２４０．６４
建设用地 ４１２２．７２　 ２６８２．９３　 ６１７．３９　 ２１８７８．９１　 ８７８．３１　 １１０７．２４　 ３１２８７．５１
水 田 １１１７６．７０　 ８０９．２９　 １９０８．３８　 １９７０１．１０　 １１２１７５．５７　 １８２．１８　 １４５９５３．２０
旱 地 ３２７５７．４８　 ４０７１．９０　 ３２０６．１４　 ２７４６８．５５　 ２００３．５９　 １７２０２１．９１　 ２４１５２９．６０

合 计 １２０９２２．８０　 ３５８９１．２０　 ２０１３６．３１　 ７８７０７．６５　 １１６２８３．３０　 １７６９４３．００　 ５４８８８４．３０

３．１．３　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分析　从研究区各种土地
利用类型的单一动态度来看（图２），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间
（前期）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后期）灌丛、建设用地的
增幅较大，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分别由前期的３．７％，

４．３％增加到后期的４２．２％和２１．７％；旱地、水田明
显减少，由前期的０．１５％，０．２５％减少为２．９％和

３．８％；林地增幅先减后增由０．４２％增加到２．４％；水
体增幅相对较稳定。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期间城市建设用
地的增长速度比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间快，这是因为重庆
市直辖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林地和耕地的变
化速度也是后期大于前期，是由于退耕还林措施的实
施及环境保护，城市绿化等工作的有效开展和城市发
展对主城区边缘耕地的占用。后期水域面积的增加
速度大于前期主要是部分水库、中心湖的建设，还有
三峡蓄水量的增加造成的。

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动态度

根据公式（２），计算得出重庆主城区１９８６年、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７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别为

２７９．３，２８１．４和２８２．３，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根据公
式（３）计算出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土地
利用程度变化值分别为０．００７　５２和０．００３　２０，大于

０，说明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７的２１ａ间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始
终处于发展时期。

３．２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驱动因子主要受地形

条件限制、交通网对平行岭谷区的贯通、人口与经济
增长、城市规划、国家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因素组合占主导地位，使各阶
段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变化模式有所不同。

３．２．１　自然驱动因素　城市地貌格局对城市用地选
择、功能分区和规划布局等都具有强烈的控制作
用［１７］。研究区典型的南北向平行岭谷地貌（图３），自
西向东分别是缙云山山脉（Ａ）、华蓥山—歌乐山—中
梁山脉（Ｂ）、龙王洞山脉（Ｃ）、铜锣山脉（Ｄ）、明月山脉
（Ｅ）、桃子荡山脉（Ｆ）等。对土地利用变化具有阻隔
作用，低山之间的谷地景观格局具有单一性与稳定
性，而距中心城市远近不同的岭谷区，土地利用与景
观格局空间差异很大。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时段，研究区
交通尚不发达，受南北向低山条带阻隔，建设用地主
要是在歌乐山—铜锣山之间形成了主要沿长江、嘉陵
江等自然通道的空间扩散，导致歌乐山—铜锣山之间
两江沿岸的建设用地较为密集，斑块面积也较大；城
市形态最初主要采取沿江“分散组团式”布局。

３．２．２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人口增长是土地利用
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对城市用地规模起着决定性的影
响［２０］。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研究区人口由５２６．７４万人迅
速增长到６５９．０９万人，增长了１．２４倍；人口的聚集
增长带动了房地产、商业等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基
础设施的改善，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引起主城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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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变化。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土地利用结构及其
演变的最根本动力［２１］。研究区国内生产总值由１９９７
年的４６９亿元迅速增长到２００７年的１　８１２亿元（图４），
且ＧＤＰ年均增长速率基本保持在１０％以上。经济的
迅猛发展不仅使城市土地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也为旧
城改造和新区开发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

图３　研究区数字高程模型及主要山脉分布

图４　研究区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３．２．３　交通建设因素　为了分析交通的驱动效应，
选取研究区的主要交通干线，通过 ＧＩＳ的缓冲区分
析，分别计算道路缓冲距离２００，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影响区
域内，建设用地占总面积的比重及斑块数的变化（表

４）。可以看出，随着道路缓冲距离的增加，建设用地
的面积增大，但其所占总土地面积的比重减少；２００７
年建设用地面积在不同缓冲区所占比重均要高于

１９８６年和２０００年。土地类型的斑块数增加，景观破
碎性增加，这说明主要交通干线的发展是城市建设用
地迅猛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交通道路的沿线耕地与林
地大量流失。

表４　不同道路缓冲区建设用地占总面积比重及斑块数目

年份
缓冲距离２００ｍ

比重／％ 斑块数目／个
缓冲距离５００ｍ

比重／％ 斑块数目／个
缓冲距离１０００ｍ

比重／％ 斑块数目／个

１９８６　 ０．０７９　 ８４　 ０．０７５　 １１３　 ０．０７３　 １４５
２０００　 ０．１１６　 １１３　 ０．１１２　 １５３　 ０．１０６　 １９４
２００７　 ０．２０７　 ４５４　 ０．２０３　 ６４５　 ０．２００　 ９２６

３．２．４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通常会助长或制约城市
的用地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及分化起宏观调控作
用［２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时段，城区建设用地有所扩张，
但植被变化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重庆还只是四
川省的第２大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较小。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时段，随着重庆直辖和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老城区内部重组和城区土地利用大规模的
外延扩张同时进行，导致建设用地的面积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研
究区加大了对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加之“退耕还林”政
策的实施，使得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而林地和灌丛面
积持续增长。

３．２．５　城市规划及开发区建设　重庆市１９８３年、

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５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及重庆“都市圈”
规划等，对城区用地布局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从

１９８３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以北部地区为城市发展的
主要方向，到１９９８年“跨过两江向江北区、北部新区
和南岸区发展”与《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的“跨山发展”思路的提出，即通过跨越铜锣山和
中梁山分别向东、向西发展，新增茶园和西永两个城
市副中心，使土地利用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区布局由

“多中心，组团式”的“一主三副”城市多中心体系变成
了“一主六副”的城市体系。加之城区内部的“开发区
热”和“大学城”、“大广场”建设，如西永微电子工业
区，江北、渝北的北部新区，南岸的南坪和九龙坡的高
新区建设，这些都将进一步影响研究区城市扩展方向
及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导致建设用地急剧膨胀和耕地
锐减。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遥感与ＧＩＳ技术，定量分析了重庆主城
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了初
步研究，有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
格局及过程，这将为今后土地资源合理规划、管理和
开发提供依据。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间，重庆主城区的土
地利用变化在数量、结构、程度及驱动力方面有以下
特征：

（１）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重庆主城区的土地利用类型
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大规模增加，

２００７年面积是１９８６年面积的３倍多；耕地共减少
１０２　３４５ｈｍ２，平均每年减少率约１％；各土地利用类
型间转换激烈，土地利用转移量较大的是耕地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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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转移，以及耕地向林地和灌丛的转移，其中耕
地是主要的转出源，建设用地为主要转入源。

（２）研究时段内，研究区土地利用综合程度不断
升高，表明重庆主城区的土地利用与开发还处于发展
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重庆主城区今后
几年土地利用的演变速度也在加快，因此遥感技术和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监测和研究分析土地利用动态

变化方面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３）此外，由于研究区地形地貌条件的制约，限

制了城市发展初期的土地利用方式；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的加速，人口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是研究区耕地面积
大量减少的直接驱动力；加之交通道路网络对研究区
平行岭谷的贯通作用，使得城市用地呈现跳跃式扩
张，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增大，而道路沿线的耕地和林
地面积大量减少；国家政策、城市规划是研究区土地
利用变化的宏观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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